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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山西黎城西关墓地进行发掘，其中春秋早期的M7出土的一件青

铜盘（M7：39）
‹1›
，内底部铸有铭文〔图一〕：

仲考父不录，季姒耑誓，遣尔盘、匜、壶两、簋两、鼎一，永害福尔后。

此盘铭内容独特，对认识部分青铜器的性质和两周时期葬仪及遣策的源起都有意义，下文拟作讨论。

先对铭文稍作讨论。

“仲考父不录”。考，原篆作“丂”，当是“考”字简化。据同墓地M8出土的 侯宰吹壶（M8：12）、 宰

仲考父鼎（M8：13）铭可知，此仲考父即 之宰，名吹。“不录”即“不禄”，《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

‘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2›
考古报告据此考证仲考父为 侯宰，死后称

“不禄”，身份应是士一级
‹3›
。不禄也是夭折之称，《礼记·曲礼下》：“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4›
西周

中期的作册嗌卣（《集成》
‹5›

05427）铭：“作册嗌作父辛尊，厥名义曰：子子孙宝。不禄嗌子，子诞先尽

死，无子。”据出土的随葬品为一鼎二簋的规制来看， 侯宰仲考父确当为士一级。M7墓主人骨经过鉴

定为男性，年龄在20－25岁之间。虽已成年，但也属早夭，故称不禄。

‹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 M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4期。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五，页2748，中华书局，2009年。

‹3›   前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 M8发掘简报》。

‹4›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五，页2748。

‹5› 《集成》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下文同）。

遣器与遣策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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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周铜器铭文中有遣器、赴器和行器，据铭文内容可以推知这些器铭都与丧

葬活动有关，进而可以推知铭文所载铜器是为随葬而作，属于葬器。文章对两周铜器中

所有遣器进行梳理，认为西周早期的否叔七器可视为遣策的源头，春秋早期的仲考父盘

应该是战国之后流行的遣策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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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禄，又称非禄。同属春秋早期的湖北枣

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曾亘嫚鼎（M17：1）
‹1›

铭“曾亘嫚非禄，为尔行器，尔永祜福”〔图二〕。

“季姒耑誓”。耑，发掘报告读为“端”。耑、

端为古今字。《周礼·考工记·磬氏》：“已下

则摩其耑。”孙诒让《周礼正义》云：“耑、端古

今字。”
‹2›
端，《说文》：“直也，正也。”誓，《说

文》：“誓，以言约束也。”

遣，古时随葬之物。《仪礼·既夕礼》：

“书遣于策。”郑玄注：“遣，犹送也，谓所当

藏物茵以下。”
‹3›
又记录随葬入圹之物者，《仪

礼·既夕礼》：“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

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 郑

玄注：“遣者，入圹之物。”
‹4›

“永害福尔后”。害，当读为“匃”。《玉篇·勹部》：“匃，乞也，行请也。”伯家父簋（《集成》4156）“用

赐害眉寿黄耇灵终”。后，指子孙后代。《诗·大雅·瞻卬》：“无忝皇祖，式救尔后”，郑玄笺：“后，谓

子孙也。”
‹5›

盘铭谓仲考父死，季姒遣以盘一、匜一、壶两、簋两、鼎一随葬，验诸墓葬所出随葬品，M7出土的青

铜容器为鼎1、簋2、壶2、盘1、匜1，正与盘铭所遣之器的器类及数量相合。如此，此盘铭所记明确有随葬

品物品清单的性质。M7的鼎、簋、壶、盘、匜即是盘铭所记之遣器。

最早揭橥“遣器”的是张光裕先生，他于1999年公布了一套否叔所作七件西周早期青铜器，计尊一、

卣一、觯一、爵二、觚二。此七器铭繁简不一，或有简省。

铜尊、卣铭：“否叔献彝，疾不已。为母宗彝则备，用遣母霝。”〔图三〕

铜觚一铭：“否用遣母霝。”

铜觚二铭：“用遣母霝。”

‹1›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队：《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页63，图50：1，科学出版社，

2005年。

‹2›   孙诒让：《周礼正义》页4051，中华书局，2015年。

‹3›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三九，页2498。

‹4›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三九，页2501。

‹5›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八，页1247。

〔图一〕 仲考父盘铭文 〔图二〕 曾亘嫚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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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铭：“用遣。”

铜觯铭：“遣。”

关于铭文中的“遣”，张光裕先生认为其与战国记载随葬器物的“遣册”之“遣”意义

相同，“遣册”一词先秦典籍中只见于《仪礼·既夕礼》，否叔七器铭中的“遣”字正好可

与此互证。对否叔器的意义，张光裕先生指出，“除了印证早至西周已有‘书遣’这回事

外，也可以说是后来‘书遣于策’（《仪礼·既夕礼》）的滥觞。这套否叔为母亲制作的青

铜器，主要是为遣送母灵之用。我们实可称之为‘遣器’。‘遣器’既已见于西周，因此在

先秦或秦汉以后，但凡为死者致送的随葬器物，皆可使用‘遣器’一名”
‹1›
。

关于否叔尊、卣、觚铭中的“用遣母霝”之“霝”原篆作“□□□”形，此字的释读引起学者

的争论，因之也关涉到否叔七器的性质。

张光裕先生认为可读作“霝终”之“霝”（令），训作善，“用遣母霝”即是“母有善终，

因以为遣”。

陈英杰先生将“霝”读为“靈”，乃“神灵、灵魂”之意，“用遣母靈”就是遣送母亲的神灵
‹2›
。

冯时先生将铭中“弔”读为“惄”。铭述子为亡母作祭器，故谓之“惄献彝”。释“疾”为

“痛”，“疾”即至亲始丧而哀痛之意，“疾不已”意当器主否悲哀痛苦之情不绝。“为母宗彝则备”，意谓备具

祭器。铭中“遣”为遣奠之意。释□□□为“晶”，读为“精”。“母晶”即“母精”，指母之魄体与其精魂。《祭义》屡

言“侧怛之心，痛疾之意”，又云“悲哀在中”，“痛疾在心”，“悲哀痛疾之至”，其义正合否尊、否卣铭之“疾

不已”。而“送形而往，迎精而反”则又显即铭文“用遣母精”之意。是铭文述否自作宗彝而用为遣事
‹3›
。

李学勤先生将□□□释为“星”，“1997年有一组西周早期青铜器出现，铭中云‘用遣母星’，末一字正是这

样的结构，应读为‘眚’”
‹4›
。李春桃先生踵李学勤先生之武，作长文申论，他认为多数学者所信从的释“霝”

说不确，两周金文中目前没见到“霝”用作神灵的这种用法。旧说将该形释为“霝”理解成神灵义，与金文

用例不合。将其释成“星”字初文才更合理，可读为“眚”，训作灾。“用遣母眚”意即“以遣送亡母所作之灾

眚”。祖先作祟现象在出土文献中比较常见，而当时人们对待这种情况的处理就是要移除祖先所做之眚

祟，楚简中对此便有直接记载，这可与否叔器铭文相类比。否叔所作青铜器既属于铭文所说的“宗彝”，

即祭祀器物，也有禳灾之功用。另外，甲骨文也有此字，以往多误释成“雹”，也是眚，指雨水所带来的

眚灾。据此，李春桃先生认为旧说将铭文与遣册之“遣”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此组器物为遣器，都

‹1›   张光裕：《西周遣器新识─否叔尊铭之启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

‹2›   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页550－551，线装书局，2009年。

‹3›   冯时：《我方鼎铭文与西周丧奠礼》，《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4›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图三〕 否叔卣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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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信的
‹1›
。

陈说在诸说中最为稳妥。关于否叔器铭末一字，释为霝而用为靈是可能的。□□□作三□平列的形

式，可能是匆促制作的缘故。金文中霝字下所从三口虽以一上二下品字形布列为常，但也有作平列

者。《说文》：“霝，雨零也，从雨、□□□，象 形。”史墙盘铭中有“静幽高祖在微霝处”，是宜释为“靈”的。

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的曾侯與钟（M1：1）“复定楚王，曾侯之 ”， 即是靈。

否叔器中，对否叔献彝与为母宗彝的含义，学者也有分歧。李春桃先生说：“以往讨论此铭的学者

认为铭文首句中所献之彝就是此套铜器。若仔细推敲，此说恐不确。依照此说理解铭文，‘否叔献彝’与

后文‘为母宗彝则备’语意重复，而且‘疾不已’一句插入中间显得突兀，使得铭文语序混乱。本文认为‘否叔

献彝’当另有所指，可能在此之前否叔已经制作并享献一套彝器。”
‹2›

“否叔献彝”之“彝”与“为母宗彝”之“宗

彝”确实应该是不同的两物，但将“否叔献彝”之“彝”解为之前享献的一套彝器，则非。笔者以为，否叔献

彝，献，即荐。所献之彝，不是遣器之彝，或当以“彝”的本字会其意，即是进献反缚双翼的鸡属（也可

能是牺牲）血祭其母，周原甲骨有：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祭成唐， 二母，其彝，血牡三、豚三，囟又正。

（《周原》H11：1
‹3›
）

此中之“彝”与否叔献彝意同。周初铜器我鼎（《集成》2763）有铭：

我作 ， 祖乙妣乙、祖己妣癸。

其 与 二母，其彝，血牡三、豚三的仪节近同。否叔献彝表明，此献彝是为其亡母设荐血

之礼，当属丧礼之大遣奠之前行朝庙奠时所行 祭的仪程。

学者否定否叔器属于为死者致送的随葬器物性质的遣器，实际上可能是受了否叔器铭中的“宗彝”一

词的影响。《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4›
《史记·周本纪》:“封

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裴胭《集解》引郑玄云:“宗彝，宗庙樽也。”宗彝指在宗庙用来祭祀

的彝器。但在丧礼中，行遣奠礼，需陈器于门外。《仪礼·既夕礼》云:“厥明，陈鼎五于门外如初。”贾

公彦《疏》：“论葬日之明陈大遣奠于庙门外之事。”
‹5›
《周礼·春官·司尊彝》：“大丧，存奠彝。”贾公彦

《疏》：“大丧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谓祖庙厥明将向圹。”
‹6›
可知所陈之器，即是其后所遣之器。              

‹1›   李春桃：《否叔诸器铭文释读——兼释甲骨文中的“眚”字》，《文史》2019年第1期。

‹2›   前揭李春桃《否叔诸器铭文释读——兼释甲骨文中的“眚”字》。

‹3›   曹玮：《周原甲骨文》页1，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4›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三六，页1903。

‹5›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三九，页2498，中华书局，2009年。

‹6›   前揭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 点校：《周礼正义·春官宗伯·司尊彝》，页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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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或以为宗彝就是盛酒器
‹1›
，核校铜器诸铭，自名为宗彝的有鼎、簋、盨、爵、觯、尊、壶、卣、罍、方

彝、觥、盉、盘、钟、镈，基本已经包括了青铜容器、乐器的所有种类。而上举这些器类，也是周墓随葬铜器

的惯常种类。而且除去部分传世品，出土的铜器除了少量由窖藏出土外，多数铜器的出土背景皆是墓

葬，也就是说，这些自名为“宗彝”的铜器，多是作为随葬品而被用于葬礼中的，如：

1964年河南洛阳市北窑村庞家沟西周中期墓出土的异卣盖（《集成》05372），其铭曰：“异作厥考伯效

父宝宗彝，用旅。”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酓章鎛（《集成》00085），其铭曰：“唯王五十又六祀， 自西 ，

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 之于西 ，其永持用亯。”

1981年陕西西安市斗门镇花园村15号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麃父尊（M15：20）、麃父卣（M15：18）
‹2›
，

其铭曰：“麃父作 是从宗彝肆。”同墓还有（M15：17）戎 卣，铭：“戎 作厥父宗彝肆。”

2009年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曾国墓地的曾侯䑂钟（M1：1）
‹3›
，其铭曰：“……余申固楚成，整复

曾疆。择辝吉金，自作宗彝，龢钟鸣皇，用孝[以]亯于昭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长，其纯德降余，万

世是尚。”

2019年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的嬭加钟（M169：12）
‹4›

，其铭曰：“……余择辝吉

金，玄镠黄镈，用自作宗彝龢钟，以乐好宾、嘉客。”

这些出现在墓中的“宗彝”，无疑就是遣器。器铭中，“宗彝”常以“肆”、“一肆”为单位，如：

簋（《集成》04159）：公赐 宗彝一 （肆）。

伐簋（铭图05321）：唯七年正月初吉甲申，王命伐遗鲁侯，伯 蔑厥老父伐历，赐圭瓒、彝一

（肆）、 尊，以厥备。

卯簋蓋（《集成》04327）：赐汝瓒四、璋瑴、宗彝一 （肆）宝。

緐卣（《集成》05430）：唯九月初吉癸丑，公 祀，越旬又一日辛亥，公禘 辛公祀，卒事亡尤，公

蔑緐历，赐宗彝一 （肆），车马两，緐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文考辛公宝尊彝，其万年宝。或。

刘雨先生以为一肆相当于一组、一套
‹5›
。否叔七器都是酒器，特别是二觚二爵的组合，尤其说明此

套宗彝为两套觚爵的配置，实有商墓铜器配伍的绪余。如大司空M53的随葬品为觚2、爵2、觯1
‹6›
。否叔

‹1›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页81，中华书局，2004年。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发掘收获》，《江

汉考古》2019年第3期，页11，图3、4。

‹5›   刘雨：《多友鼎铭的时代与地名考订》，《考古》1983年第2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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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器很可能是同墓所出之器，并且可能不是全部从葬之器，估计还有鼎、

簋之类。山西黎城西关M7所从葬的遣器鼎1、簋2、壶2、盘1、匜1共七器应是

完整的一套，也属于宗彝一肆。

铜器铸铭因空间所限，往往使用略辞。前述否叔七器铭中，觚、爵、觯

上的铭文皆是铜尊、卣铭的略辞。但正因是略辞，所保留的文字反而是最

关键的内容。遣器多为临事所铸，制作常较草率。由爵、觯铭文可知，这

七件铜器上铭文的关键内容在于“遣”字，由此看来，称呼其为“遣器”，还

是符合器用之实际的。黎城西关M7七器，唯铜盘具铭，余皆无铭，也是

略辞的一种。

否叔七器与黎城西关M7七器皆为遣器。揆诸以前刊布的铜器铭文，

还有一些铜器的性质也当是遣器之属。

遣盉（《集成》09433），盖内铸铭曰：“作遣盉，用追孝，匃万年寿，

终。”〔图四〕为西周中期器。“遣”非器主名，器主在此铭中不显。此遣

盉自然应属于遣器。器体简素，也表明其非实用器。

河南固始县城关镇东关侯古堆1号春秋晚期墓出土的8件青铜镈，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其中

的M1P：1镈（《新收》
‹1›

276），钲间和鼓部铸铭文48字：“唯正月初吉丁亥，□□择其吉金，自作龢钟，戚

戚仓仓，嘉平方奏，子（孔）乐父兄，万年无期，□□参寿，其永鼓之。百岁外，述（遂）以之 。”铭中

的“ ”，原篆为 ，当是“遣”之的省形。而铭中的“百岁外”，另鎛作“百岁之外”，是死亡的隐语。“百岁之

外，遂以之遣”，即死后以之（8件编镈，也是一肆）为遣器从葬，这是很明确的。

与侯古堆镈的此类表达类似的，还有春秋晚期的皇 鼎（《铭图续》
‹2›

0192），盖、器对铭，各22字，

铭曰：“公子皇 择其吉金，自作飤 。千岁之外，我是以遣。”〔图五〕也是皇 在世时自作身后从葬的

遣器。

还有一些铜器，据器铭可知也是用于随葬的。

1988年湖北襄樊市襄阳余岗村团山春秋晚期墓的M1
‹3›
，出土青铜容器9件，其中2件鼎与2件缶上有

铭文。郑庄公之孙鼎（M1：1），盖、器同铭：“唯正六月吉日唯己，余郑臧（庄）公之孙，余剌之 子，

作铸 彝，以为父母其徙于下都。曰：於虖哀哉，剌叔剌夫人，万世用之。 ”郑庄公之孙缶（M1：7），

铭：“余郑臧（庄）公之孙，余剌之子，择铸 彝，以为父母。其正仲月己亥，升剌之尊器，为之若缶。

其献下都，曰：於虖哀哉，剌……永宝用亯。”铭中有“其徙于下都”、“其献下都”，意义相同。其中的“下

‹1› 《新收》指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2006年（下文同）。

‹2› 《铭图续》指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下文同）。

‹3›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图四〕 遣盉铭文



10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1年第10期･ 第234期

都”，李学勤先生指出是时人对地下世界（即“冥间”）的称呼
‹1›
。徙于下都与

献下都的 彝、尊缶，即是所铭的铜鼎、铜缶，也包括随葬的其他铜器。

团山M1是夫妇同穴合葬墓，这些随葬的铜器分两组安放在两位逝者的头

端：一为鼎1、簠1、尊缶2、勺1，一为鼎1、簠1、盘1、匜1。它们构成了各自

独立又相互间有联系的葬器组合。鼎铭“ 彝”，也是肆器的意思。

下都又称下土。还有哀成叔鼎，铭文中曰：“正月庚午，嘉曰：余郑

邦之产，少去母父，作铸饲器黄镬。君既安专，亦弗其黍蒦。’嘉宴惟哀

成叔。哀成叔之鼎，永用禋祀。尸于下土，以事康公，勿或罢怠。”张政

烺先生指出，“下土”指兆域，即地下宫殿。“哀成叔生事康公，死后也还可

以主管康公冥府的事，故言尸于下土”。“尸于下土”当指陈尸于地下。“哀

成叔”是谥号，作器者不是哀成叔本人而是他的家人，故铭文使用了“嘉曰”

的美称
‹2›
。可知哀成叔之鼎是专用于随葬的青铜器。

曾侯丙缶，2013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曾国墓地（M18：2
‹3›
），战国中期器，直口方

唇，溜肩平底，矮方圈足，肩上有一对龙首衔环耳，盖上有四个圆环钮。通体饰菱形纹。两龙耳上皆有

铭文，为“曾侯 缶， 以为”。盖内10字，盖铭“曾侯丙之 缶， 以为长事（使）”〔图六〕。铭中的“ ”，

原报告隶为“硖”，王子杨先生改隶为“ ”。冯胜君先生释作“瘞”，训“埋”，并推测曾侯丙方缶可能是隨葬

的明器
‹4›
。王金平先生也分析其当为从“厂” （石）、“土”，“夹”声，可隶作“ ”，即“瘗”字。《说文》：“瘗，

幽薶也 。”
‹5›

“瘗以为长使”，就是埋葬之并长久使用之。

曾侯丙缶自铭为“ 缶”，关于“ ”字，广濑熏雄先生释为“沐”
‹6›
，此字常与缶共出，缶的器形为楚式

的水器，且在出土文献中多与“汤鼎”相对。沐缶说遂为学界所接受。但据曾侯丙缶铭文，此器是从葬之

用的。 或可作它解。杨华先生认为“赴”有时也写作“ ”
‹7›
，是很好的意见。春秋时期铜器有自名“赴缶”

者，见中子鬓缶(《集成》9995）铭：“中子鬓之赴缶。”赴，急走报丧也，后作“讣”。《左传·僖公二十三

‹1›   李学勤：《郑人金文的两种对读》，《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张政烺：《哀成叔鼎释文》，《张政烺文史论集》页586，中华书局，2004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页27、图26：2、3，页28、图27。

‹4›   王子杨：《曾侯丙方缶铭文“硖以为长事”解》，《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62－65，2014年。文中所引冯胜君

意见。

‹5›   王金平、王丽：《新出曾国金文考释二题》，《出土文献》第六辑，页21，中西书局，2015年。

‹6›   ［日］广濑熏雄：《释“卜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

‹7›   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8年第2期。

〔图五〕 皇 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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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

名，礼也。”
‹1›
《礼记·檀弓上》：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
‹2›
《玉

篇·走部》：“赴，告也。或作

讣。”是赴与讣同。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走部》：“古文讣告字只

作赴字者，取急疾之意。今文从

言，急疾之意转隐矣。故《言部》

不收讣字者，从古文不从今文

也。”“赴器”是赴告之器，也是为

下葬准备的遣器。

“讣”又作“ ”形，见于上官豆（《集成》04688），铭为：“富子之上官获之画 铜 十，以为大 之

从， 莫其居。”此豆通体光素，子母口，圜底有柄，下有饼形圈足。如果认为缶是水器而用为“沐”

器，此豆则断不会是沐器一类的水器。“大 ”即“大赴”，是“大行”之意。“以为大赴之从”，即以之从葬。

酓章镈（《集成》00085）有铭：“唯王五十又六祀， 自西 （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 之于西

（阳），其永持用亯。”铭中“ 自西阳”，即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 ，奠也，《说文·丌部》

“奠，置祭也。”此镈乃楚惠王熊章赗赠曾侯乙的助葬之物。铭中 释为赴（讣），文通字顺。

除了曾侯丙缶自铭为“ 缶”，还有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春秋早期的曾工尹乔缶

（M61：11）
‹3›
，亦之名为“ 缶”。另外“ 鼎”，河南淅川县仓房镇徐家岭11号墓出土战国早期的 夫人

鼎
‹4›
，直口圆肩，三蹄足，肩上有一对附耳，耳上套接提链，平顶沿下折，上有四个环钮。肩部饰宽

带蟠螭纹，间六个浮雕圆涡纹，上腹饰一周宽带蟠螭纹，下腹光素，足上部饰浮雕兽面。肩部铸铭文：

“唯正月初吉，岁在涒臡，孟春在奎之际， 夫人 择其吉金，作 鼎，以和御汤，长万其吉，永寿无

疆。 大尹嬴作之，后民勿忘。”此器形如鼎，但其风格实与缶同。此铭中言明器之用途之一是为“以

和御汤”， 释作“沐”，确实是合宜的。但从铭文整体语境来看，释 为赴，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从作

器者来看， 夫人 并不是作器者，真正的作器者应该是 之大尹名嬴者。大尹，《左传·哀公二十六

年》：“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杜预注：“大尹，近官有宠者。”
‹5›
可知是其内侍之臣。从铭辞

‹1›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五，页3939。

‹2›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檀弓上》页190，中华书局，1989年。

‹3›   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页27，图26：1。

‹4›   王长丰、乔保同：《河南南阳徐家岭M11新出夫人鼎》，《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〇，页4740。

〔图六〕 曾侯丙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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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看，“ 大尹嬴作之，后民勿忘”与前文不是一体，颇疑是后加的。由内臣作器，并表明要“后民勿

忘”，笔者怀疑作器时 夫人 已经去世。大尹作此赴鼎，所和“御汤”也可能是高级贵族死后用香草煮

水以浴尸。《周礼·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1›
《肆师》：“大丧，大渳以鬯。”

‹2›
《大

祝》：“大丧，始崩，以肆鬯渳尸。”
‹3›
缶、 斗

‹4›
的功用可能即是如此用途。

铜器铭文所见还有一类“行器”。关于金文中的“行器”，杨华先生总结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自铭为

‘行器’、‘行具’或‘行彝’，后而不加器名；二是‘行+器名’，如行鼎、行盨、行壶、行匜、行戈、行钟、行盏、行瓶、

行簠、行盆、行鬲、行戟、行缶等等。既有自作之器，也有他作之器。”
‹5›
检核金文，通名者还有“行尊”（《铭

图续》0832）。另外还有仅称“行”的，如：申伯谚多壶（《新收》379）：“申伯谚多之行。”“行+器名”者还有

行甾（《集成》02285）、行 （ 《集成》10335）、行盘（曾铜361页）、行甗（《考古》2014年第7期28页，[图31：

1]）、行簋（《铭图续》0375）、行盥（《铭图》14409）、行钲（《铭图续》0530）、行镈（《铭图续》1041）。

对这类铜器，以往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理解为出行、巡行、征战之用。陈英杰先生通过曾国青铜器观

察到这些“行器”，大多存在着制作不够精细、范缝未经打磨、芯范未清理、出土时鼎腹内残存有兽骨和果

核等现象。他据之判断：有一部分行器应该是专门制作的随葬器，其铭文体式一般为“某之行器”，器主

的后人当是把先人的逝世当作一次远行。这些行器一般不对范缝进行打磨，器耳或足部留有未清理的范

土，花纹、文字制作不够精细。“某作+作器对象”的文例有一部分也是为随葬而作，比如黄君孟为黄夫人

所作行器
‹6›
。张闻捷先生也提出“行器专为丧葬活动而备，用以大行，故不再祈求用器者长寿难老；其铸

造于丧葬活动之前不久，故没有使用痕迹”
‹7›
。这是明确肯定了行器为随葬品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出土文献资料中的“行”和“大行”有与丧礼有关者，表示死者远行不返，是为死亡的讳称。前文所

引曾亘嫚鼎铭文“曾亘嫚非录，为尔行器”。指曾亘嫚不禄，故而为其作“行器”。行器是为从葬之器可

明。河南淅川县仓房镇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敬事天王钟（《集成》00073－00081）铭曰：“唯王正月，初

吉庚申，自作永命，其眉寿无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乐君子。江汉之阴阳，百岁之外，以之大

行。”“百岁之外”与“大行”连言，可确知此套敬事天王编钟为行丧之器。卲王之即鼎（《铭图续》0224）为春

秋晚期楚器，其铭曰：“唯正孟春吉日唯庚，卲王之即择厥吉金，作铸俈鼎，春秋恭尝，霝福之既亟，

眉寿无疆，世期之既卒，子孙勿敓（夺），俈鼎共行。”“俈”，告也，讣也。“俈鼎”相当于上文所举之赴

‹1›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九，页1656。

‹2›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九，页1660。

‹3›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五，页1751。

‹4›   见曾公子弃疾斗，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张嘴村义地岗春秋墓地（M6：4），《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页19拓片七。

‹5›   前揭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页91。

‹6›   陈英杰：《读曾国铜器札记》，《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2014年。

‹7›   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页300，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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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霝福之既亟、世期之既卒，俈鼎共行”，一如敬事天王钟之“百岁之外，

以之大行”。2013年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春秋晚期的

M21：3曾孙卲壶
‹1›
，除颈两侧有一对卷尾回首龙形耳外，通体光素。壶颈

外铸铭曰：“曾孙卲之大行之壶。”〔图七〕由此壶铭可知，金文中之“行器”即

“大行之器”之意。

铜器中的行器，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目前所见最早出现的行器铭，年代

在西周晚期，如虢叔铸行盨（《集成》04389）。多数铭行器之铜器的年代在春

秋时期。

铜器中的行器，也具有地域性。目前所见，主要出土于湖北随州
‹2›
、枣阳

‹3›
；河南罗山

‹4›
、潢川

‹5›
、濬

县
‹6›
、南阳

‹7›
、信阳

‹8›
、淅川

‹9›
、光山

‹10›
、洛阳

‹11›
；安徽寿县

‹12›
、蚌埠

‹13›
；江苏六合

‹14›
以及山东滕州

‹15›
。以湖北出土

最多。从国别而论，以曾国最多，另外还有如下诸国：申（申伯谚多壶，《新收》379）、楚（昭王之即鼎，

《铭图续》0224）、鄂（鄂侯鼎，《铭图三》
‹16›

0230）、（ 子宿车盆，《集成》10337）、邛（叔师父壶，《集成》

09706）、黄（黄君孟鼎，《集成》02497）、鄀（鄀□孟城瓶，《集成》09980）、樊（樊夫人龙嬴鼎，《新收》296）、

蔡（钟侯申行钟，《集成》00212）、钟离（钟离君柏钟，《铭图》15186）、苏（ 儿缶，《铭图》14091）、吴（句吴

‹1›   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页27，图24：1。

‹2›   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

‹3›   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4›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5›   信阳地区文管会、潢川县文化馆：《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6› 《新收》1701号。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氏家族墓地M1、M2及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

第10期。

‹8›   花原：《信阳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介绍》，《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9›   河南省博物馆、淅川县文管会、南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浙川县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10›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11›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1期。

‹12›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14›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15›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16› 《铭图三》指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下文同）。

〔图七〕 曾孙卲壶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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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盘，《近出》1004）、（ 子匜，《集成》10245）、（唐）（ 侯鼎，《铭图三》0219）、薛（薛侯壶，《近出》

951）、郳（郳大司马鈚，《铭图三》1177）、卫（卫夫人鬲，《新收》1700）。从考古学文化区系来说，曾、

申、鄂、 、邛、黄、鄀、蔡、锺离、苏都可归属于楚文化范畴，应该说“行器”可能是江汉楚地的特色称名

习惯。

另外还有“旅器”“从器”“走器”者，杨华先生曾推论可能也是葬器
‹1›
，是值得注意的意见。但目前证据

还稍显不足，留待后论。

如此，青铜器中自铭为“遣器”“赴器”“行器”者，都可认为是从葬的随葬品。金文中的遣器，始见于

西周早期，晚至春秋晚期，较“赴器”“行器”延续更长时间，可以“遣器”一名来统称赴器、行器。遣器的确

认，有益于对铜器性质的区分与认定。考古墓葬出土铜器，泛而言之，都是随葬品。但随葬铜器中，有

墓主生前自作（用）之器，也有丧主为逝者所作从葬之器，还有他者赗赠之器。青铜器研究注重器物组合

与器群的研究，因之也往往将一墓所出铜器天然地视为固定的器物组合，并以此来讨论组合所传达的

社会学含义，如等级制度。这种分析自然也并无不可，但笔者认为，经过对器类、器型、纹饰与铭文诸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后所作的组合研究，也许才能更大程度地解析铜器群的社会学意义。例如赗赠遣器的

数量是否纳入等级制考察，便是个问题。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枣树林曾国墓地曾夫人墓（M191）（《铭图三》

0220、0306、0468、1050）出土 侯鼎共3件，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大小有等差，铭曰“ 侯制随夫人行

鼎，其永祜福”。同铭 侯壶1件。 侯簋4件，形制、纹饰、大小基本相同，每件腹内放置1件铜鬲。簋内

铭曰：“ 侯制随侯行簋，随侯其永祜福 侯。”曾夫人 鬲5件，形制、铭文相同，4件大小相同，1件较

大，铭曰“曾夫人 之列鬲”。M191在曾国墓地，墓主为曾夫人，如此，3件 侯鼎、4件 侯簋、1件 侯

壶据铭文内容可知必是 侯赗赠的遣器，5件曾夫人鬲是曾夫人 自作之用器。从自用器，他作器及赗

赠器来分别看一墓内铜器的组合，无疑会丰富我们的认识。

以上所列是由铭文可知的文字所载遣器之例，我们可以之推测遣策的源起。

《仪礼·既夕礼》载：“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帽于方，若九、

若七、若五。书遣于策。”
‹2›
叶恭绰先生在研究长沙仰天湖25号墓所出竹简后最早提出“遣策”一词，他说

“策中所书名物，大抵皆金属、丝属，其为赗赠遣送之物，无可疑者，因断此项竹简，当即仪礼中之遣

策”
‹3›
。得到学界认同。其后学界虽然还有“赗方”与“遣策”之别的讨论，或者还有据汉简而用“物疏”

‹4›
“从器

‹1›   前揭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

‹2›   前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三九，页2497。

‹3›   叶恭绰：《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

‹4›   陈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若干问题考述》，《文物》197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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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1›
两称，但把这种记载随葬品的竹木简称为一般意义上“遣策”，作为墓葬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还

是为多数学人所接受。

遣策的简文大多写在竹黄上，每简或记一物，或记数物。内容多是随葬的车马、礼器、丝绸衣物和日

用器物等。记礼器的可举例如下：

长沙战国墓M406出土简19：鼎八。简26：也（匜）一禺（偶）
‹2›
。

信阳一号楚墓出土简2－01，口口口器：二莘匕、二圆缶、二青钫、二方鉴、四团匕、二圆鉴、纯青黄之

缘、一 、一口、一口、一罍、其木器二
‹3›
。

包山M2所出的遣策中，简259有“相徙之器所以行”
‹4›
，此句表达近于郑庄公之孙鼎铭之“ 作铸彝，

以为父母其徙于下都”。两相比较，上举遣策的内容与表达的形式与山西黎城西关墓地春秋早期的M7铜

盘铭“盘、匜、壶两、簋两、鼎一”完全一致。书遣于策称为遣策，铭遣于器，可称为遣器。铜器与简册只是

载体不同，内容与性质还是互通的。在记录葬器的品类数量这一作用上，仲考父盘实质上就相当于遣

策，然其时代要较战国时期出现的竹木质遣策为早。西周早期的否叔七器，可视为遣器的源头。而春秋

早期的仲考父盘铭文，或可视为战国之后流行的遣策的早期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山西黎城西关的

仲考父盘在认识遣策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 芳）

‹1›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所出的一件记载随葬品的木牍自铭为“从器志”，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贵县罗泊湾一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页57，科学出版社，1957年。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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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self renamed the Arhats based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ir names and seats in the Same 
Text and Rhyme ( 同 文 韵 统 in Chinese character, Tóng Wén Yùn Tǒng in Chinese pinyin) 
edited by State Preceptor Lcang skya III.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ixteen arhats’ seats 
matches the order in the Enlogies to The Sacred Images of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 ( 诸佛
菩萨圣像赞 in Chinese character, Zhū Fó Púsà Shèng Xiàng Zàn in Chinese pinyin) of Lcang 
skya III’s edition following the Tibetan tradition. But the last two of the eighteen Arhats 
are Xianglong (Dragon Tamer) and Fuhu (Tiger Tamer) after the Chinese-Han Buddhist 
tradition.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e confused names and positions of the Arhats in seats 
7 and 8 with those in seats 17 and 18 in Emperor Qianlong’s revised edition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the mistakes, which to some extent gives insight into Emperor Qianlong’s 
cogni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his religious orientation this way.

Keywords: Emperor Qianlong ( 乾 隆 ); State Preceptor Lcang skya III; court painter;  
Arhat painting, the seating order of Arhats

 
Tracing the History of Qian Qi and Qian Ce as Ancient Buried Objects 
 
Yan Zhibin
  
Abstract: The terms of Qian Qi ( 遣 器 in Chinese character, Qiǎn Qì in Chinese pinyin. 
hereinafter similarly), Fu Qi ( 赴 器 , Fù Qì) and Xing Qi ( 行 器 , Xíng Qì) inscribed in the 
Zhou-dyansty bronze vessels refer to the buried objects judging by the context of the 
inscriptions they bear. Specifically, Qian Qi in general stands for any objects buried with 
the deceased. Fu Qi means giving obituary notice. Xing Qi symbolizes the passing away of 
the tomb master as a long journey. As far as the term of Qian Ce ( 遣 策 , Qiǎn Cè) , a list 
of buried items, is concerned, it is traced back to Foushu Seven Vessels ( 否 叔 七 器 , Fǒu 
Shū Qī Qì)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Zhongkaofu Plate ( 仲 考 父 盘 , Zhòng 
Kǎo Fù Pán) of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s studied to be the early form of Qian 
Ce prevalent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words: Qian Qi ( 遣器 ); Fu Qi ( 赴器 ); Xing Qi ( 行器 ); Qian Ce ( 遣策 )

An Overview of Oracle Bone Studies on Tortoises Shell and Bovine 
Scapula of the Yin Ruins

Qu Zhengqing Liu Yuan
     
Abstract: It is over 120 years since oracle bones were first discovered in 1899. Many 
scholars such as Hu Houxuan, Sun Yabing, Ge Liang and more others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s and achieved a lot. By Mr. Ge Liang’s calculation in 2019, about 
160,000 pieces of oracle bones have been sorted out and filed. Here the overview of the 
complete tortoise shell and bovine scapula housed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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